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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由研发大国向研发强国转变，绝不是量变到质变的自然过程，不同省域政产学研合作体系的结构性问题，是制约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根本性问题。文章采用三螺旋互信息算法，基于SCI-E数据库，对我国2013-2015年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等23个省市，政产学研合作体系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大多数省份政产学研合作体系的耦合效应比较差，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优化程度、结构性条件不合理。
关键词：政产学研合作；三螺旋；区域创新体系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upling Effects of the Cooper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 in Different Provinces
                       
 LI Peife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changing from R & D Great Power[footnoteRef:1] to R & D power, which is not  the natural process from a quantitative change to the qualitative change.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system coupling of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r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to restrict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This paper adopts the Triple Helix Algorithm to comparatively analysis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system coupling of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 in the 23 provinces of China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Zhejiang etc.on the base of SCI-E database. The results find that the coupling effect of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 in most provinces is relatively poor, the optimization and structural condi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re unreasonabl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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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科研的投入与产出来看，我国已成为勿容置疑的研发大国，但是，原始创新能力弱、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经济发展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警示我们，我国离研发强国还有很大差距。由研发大国向研发强国迈进，绝不是量变到质变的自然过程，大学、企业和政府等不同创新主体跨界合作的耦合性与结构性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或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和研发强国的建设进程。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等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为此，我们试图采用三螺旋互信息算法，比较分析不同省域政产学研合作体系的耦合效应和结构性问题，为各省加强科技管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三螺旋互信息算法（Triple Helix Algorithm，简称TH算法）是建立在三螺旋创新理论和信息论基础上，通过测度大学、产业和政府研发机构之间能量流动的互信息转接量，来研究三螺旋网络关系的耦合效应。TH算法是基于所采集文献的作者所属机构信息，计量与分析来自不同创新主体的作者之间的动态合作关系。从文献计量学研究的视角看，文献的作者动态合作关系，是知识与信息流动的重要表现，许多研究成果应用了这种计量方法。
TH算法首先根据仙农（Shannon）信息熵的定义，[1]确定离散随机变量X概率分布的信息熵为：
Hx = − Σx p(x) logp(x)                          （1）
对数取以2为底，信息熵的单位为比特。
相应地，离散随机变量X与变量Y概率分布的二维信息熵或联合熵为：
Hxy= − Σx Σy p(xy) log（pxy）                  （2）
根据信息论，二维平均互信息转接量可以表示为：
Txy=Hx+ Hy- Hxy                             （3）
Txy越大，表明变量X与变量Y之间信息流动越频繁，结构性、耦合性越强。
再根据 Abramson的三维互信息熵定义，[2]变量X、Y、Z的三维互信息转接量为：
Txyz =Hx+ Hy+Hz-Hxy-Hxz-Hyz+Hxyz[3]              （4）
Txyz是负值时，意味着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信息流动关系，而且绝对值越大，信息流动越频繁，系统的整体优化程度、结构性条件越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二维、三维互信息转接量一定不是国家或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或科技成果产出量的指示器，而是科技创新体系结构性、耦合性、网络化条件的指示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耦合效应越显著，知识链、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连锁反应越突出。在我们的研究中，某些省份可能科技成果产出量比较多，但是政产学研合作体系的耦合效应差，意味着不同创新主体进行开放性超循环的体制机制不畅通，科技成果挖掘利用不充分，各子系统相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本文所使用的文献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数据库，在“高级检索”中，对我国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等23个省市，2013-2015年发表的英文论文分别进行检索，作者机构信息中至少有一个所检索省市的文献被采集。对西藏、宁夏、青海等8个省份，三年检索到的文献不足9000篇，因文献量比较少，本文没有进行计量。具体计算过程与数据处理方法可以参见《我国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效果分析及政策建议》。[4]
2 计量结果分析
2.1 政产学研合作的科研成果产出分析
我们去除作者机构信息模糊或是少数异常格式的数据，分省市计量出了政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数据（见表1）。表1中，N代表有效数据总数，U、I、G分别代表至少有一位来自大学、企业、政府研发机构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UI、UG、IG分别代表至少来自两个机构的作者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UIG代表来自三个机构的作者共同发表的论文数量。
一般来说，地理上接近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所在区域的企业，与大学合作更频繁，获得与利用大学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更强。从表1中可以看到，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陕西省等三年发表论文总量在3万篇以上的10个省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多，企业的研发能力呈现相偕上涨的趋势，企业发表论文的总量多数在1200篇以上，校企合作发表论文总量UI在1000篇以上，有利于提高这些省份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多项研究表明，“大学与工业企业合作论文，得到援引的比率比其它论文都高。人们对工业界—大学协作的浓厚兴趣的一个明显原因是，这种协作常常发生在研究的‘热门’领域，或研究成果得到应用的潜力不断扩大的领域”。[5]反观河北省、山西省、云南省和江西省，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企业内部研发能力也比较薄弱，企业发表的论文仅在400篇左右，校企合作的论文在350篇左右。所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区域，对推动企业提升研发能力、知识溢出吸收能力、校企协同创新能力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进而对提高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表1：各省份政产学研合作文献的归类统计     单位：篇
	省市
	N
	U
	U/N%
	I
	I/N%
	G
	G/N%
	UI
	UG
	IG
	UIG

	北京市
	168512
	133471
	79.2
	6523
	3.9
	101423
	60.2
	5515
	77595
	3517
	2707

	江苏省
	86604
	83778
	96.7
	3456
	4
	25512
	29.5
	3224
	22747
	1118
	947

	上海市
	83882
	78344
	93.4
	3396
	4
	28657
	34.2
	2951
	23339
	1152
	927

	广东省
	54705
	51981
	95
	2592
	4.7
	20446
	37.4
	2387
	17789
	989
	851

	浙江省
	46063
	43941
	95.4
	1676
	3.6
	12997
	28.2
	1544
	10911
	511
	413

	湖北省
	43074
	41029
	95.3
	1474
	3.4
	13848
	32.1
	1378
	12327
	524
	453

	山东省
	42770
	39977
	93.5
	1570
	3.7
	16900
	39.5
	1402
	14140
	651
	516

	陕西省
	38224
	37225
	97.4
	1243
	3.3
	9867
	25.8
	1156
	8883
	474
	392

	安徽省
	35756
	34128
	95.4
	1193
	3.3
	13246
	37
	1086
	11637
	481
	396

	辽宁省
	32674
	30379
	93
	1187
	3.6
	12031
	36.8
	1060
	9759
	486
	382

	四川省
	32176
	30940
	96.2
	1300
	4
	9907
	30.8
	1211
	8692
	436
	368

	湖南省
	27300
	26938
	98.7
	875
	3.2
	9891
	36.2
	838
	9540
	324
	298

	天津市
	26482
	25746
	97.2
	1102
	4.2
	8004
	30.2
	1036
	7287
	409
	362

	黑龙江省
	22475
	17172
	76.4
	713
	3.2
	13765
	61.2
	533
	8472
	448
	278

	吉林省
	21453
	20153
	93.9
	488
	2.3
	8940
	41.7
	447
	7644
	219
	182

	河南省
	21090
	20073
	95.2
	801
	3.8
	7302
	34.6
	710
	6305
	361
	290

	重庆市
	18462
	18217
	98.7
	555
	3
	4780
	25.9
	529
	4542
	198
	179

	福建省
	17889
	16870
	94.3
	409
	2.3
	6175
	34.5
	371
	5162
	162
	130

	甘肃省
	13748
	12454
	90.6
	260
	1.9
	6703
	48.8
	226
	5410
	149
	116

	河北省
	11979
	11118
	92.8
	407
	3.4
	3767
	31.4
	362
	2913
	117
	77

	云南省
	9856
	9155
	92.9
	471
	4.8
	5282
	53.6
	430
	4588
	219
	185

	江西省
	9515
	9296
	97.7
	278
	2.9
	3283
	34.5
	264
	2886
	100
	88

	山西省
	9125
	8840
	96.9
	396
	4.4
	3199
	35.1
	355
	2918
	199
	162



2.2 政产学研合作的二维耦合效应比较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或者是通过各种内在机制互为作用，形成一体化的现象”。[6]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建立起共生发展的耦合关系时，将结合成一个新的结构功能体，即耦合系统，发挥出1+1>2的耦合效应和整体效应。因各子系统能够发挥缓冲和辅助作用，耦合系统具有更优的负反馈机制、更强的能量集聚能力、更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更高效的组织功能。李镇清等运用能网自组织原理提出：“生态系统能量的流动产生一个有结构层次的网络，输入网络的能流相互作用并通过做功过程，转化成较高质量的能量形式。这一高质能具有反馈放大器的作用，帮助系统达到最大功率。”[7]任继周院士也指出：“系统耦合不仅具有使系统有序度不断提高的作用，也是使各子系统的生产水平相偕上涨的有效手段”。[8]
我们用二维平均互信息转接量TUI、TUG和TIG，来测度政产学研之间的二维耦合效应，以反映大学、企业、政府研发机构两两之间信息流动的结构性、耦合性程度。从表2看，各省大学与政府研发机构之间的信息转接量TUG都远远超过TUI和TIG，这与发达国家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信息转接量TUI明显优于TUG和TIG的结构性格局形成鲜明对比。[9]这表明发达国家异质性创新主体跨界合作的“异花授粉”已制度化为一种常态价值观，而我国主要承担基础研发使命的大学与政府研发机构之间同质性的合作更紧密，大学与工业企业异质性创新主体的合作普遍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校企之间的体制机制壁垒没有得到实质性突破，科技创新依然呈现出各自为阵的“孤岛现象”。我国各省份校企松散合作的现状，也折射出我国多数企业对基础研发的投入度、重视度严重不够，无法与作为基础研发重要生力军的大学建立起跨界协同创新的耦合关系，进而无法深入到原始创新最前沿以抢占科技竞争先机。
从大学与政府研发机构之间的互信息量来看，18个省份的TUG都在50 mbit以上，尤其是北京市、辽宁省、甘肃省、河北省等四个省份，TUG在100 mbit以上，意味着多数省份大学与政府研发机构之间互信息流动频繁、相互依赖与耦合性较强。然而，从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信息量来看，仅上海市、陕西省、河南省、重庆市和山西省等五个省份的TUI，在1 mbit以上，尤其是山西省的TUI达到3.669 mbit，说明这些省份大学与工业企业的耦合效应较好。我国大多数省份大学与企业各自为阵、相对封闭的运行格局，抑制了校企之间信息的开放性超循环，难以形成具有反馈放大器作用的创新突破，已成为制约我国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关键而薄弱的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市大学与企业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UI最多，但是TUI仅0.033 mbit，意味着北京市校企之间协同创新的耦合效应比较差，相互亲合、相互依赖的结构性程度需要进一步强化，以最大程度提升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表2：各省二维互信息转接量结果   单位：mbit（毫比特）
	省市
	TUI
	TUG
	TIG

	北京市
	0.033
	105.978
	0.471

	江苏省
	0.883
	53.562
	0.119

	上海市
	1.67
	89.761
	0.001

	广东省
	0.561
	64.444
	0.009

	浙江省
	0.39
	81.201
	0.079

	湖北省
	0.49
	55.58
	0.098

	山东省
	0.669
	85.866
	0.044

	陕西省
	1.285
	48.946
	1.772

	安徽省
	0.889
	62.635
	0.113

	辽宁省
	0.493
	101.496
	0.196

	四川省
	0.612
	62.158
	0.106

	湖南省
	0.996
	16.696
	0.007

	天津市
	0.916
	43.546
	0.68

	黑龙江省
	0.35
	94.575
	0.25

	吉林省
	0.146
	78.553
	0.07

	河南省
	1.98
	69.369
	1.324

	重庆市
	1.191
	23.155
	1.043

	福建省
	0.346
	88.85
	0.19

	甘肃省
	0.198
	104.101
	0.408

	河北省
	0.497
	123.245
	0.087

	云南省
	0.131
	61.663
	0.73

	江西省
	0.036
	64.783
	0.021

	山西省
	3.669
	44.815
	3.171


    2.3政产学研合作的三维耦合效应比较
三维互信息转接量TUIG是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三维耦合效应的指示器，用来衡量政产学研合作体系的结构性条件或整体优化程度。从图1来看，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和浙江省四个经济发达的省份，三维耦合效应较高，其中，上海市政产学研合作体系的三维耦合效应最好，TUIG达到-10.641mbit，北京市TUIG为-5.287mbit，广东省TUIG为-4.896mbit， 浙江省TUIG为-3.52mbit。但是，江苏省作为经济发达、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集中的省份，三维互信息转接量为-2.626 mbit，整体优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充分挖掘和释放科技创新的能量。重庆市和陕西省两个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省份，三维耦合效应也相对较弱。各省份在科技管理与政策调控过程中，切勿仅关注不同创新主体的科技成果产出数量，而忽视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image: ]    图1:各省份三维互信息转接量             单位：mbit（毫比特）
3 结论与建议
增强政产学研跨界合作的耦合效应，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基因工程’，是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复杂互动的‘化学反应’”。[10]通过大数据的计量研究，我们发现多数省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普遍比较低，关键而薄弱的环节主要是校企之间的耦合效应比较弱、结构性条件不合理。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3.1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校企耦合
许多研究表明，当创新范式从封闭创新走向开放创新的新阶段，大学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是双赢的行为。D’este P等人的研究表明，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研究，以递归的方式，强化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步伐。[11]Siegel等对大学研究者的调查发现，校企合作研究，有利于大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激发研究灵感，并对实验研究有积极影响。[12]美国对产业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与大学研究人员的合作，有利于企业保持与大学研究的同步，而来自大学基础研究的成功和失败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引导应用研究朝着最有前途的方向前进，从而避免不成熟的领域，提高应用研究的生产率”。[13]为此，针对我国各省份校企之间松散合作的现状，为提升科技创新效能，各省份地方政府在科技管理过程中，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不同创新主体重新进行功能定位与最优配置，以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尤其是科研产出比较多的省份，更要重视科技创新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3.2增强企业基础研发能力以提升吸收能力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技术革新，对外部知识溢出的强烈需求和吸收能力，是促进校企耦合关系形成的一股强大拉力。企业为了提高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一方面需要加强内部研发能力，提高与大学在原始创新前沿的对话交流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大学的紧密合作，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转化提供便利。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制药等高科技领域，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效，与企业在基础研发上的投入与能力，以及与大学的紧密合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总裁认识到：通过与大学科研人员在基础研发领域的深度合作，能够留住顶尖的相关科学研究，也会让企业得到不被出版（诸如从失败的试验中学习教训）以及已出版的研究中不能或没有写下来的相关知识。[14]
针对我国多数省份企业基础研发能力弱、创新动力不足，进而抑制校企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抑制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问题，我国企业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企业，要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必须加强基础研发投入力度与研发能力，主动加强校企跨界协同创新关系，才能提升对外部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新机遇。
    3.3加快大学发展模式变革以突破路径依赖
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知识创新视界融合的现代知识经济社会，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的视界在消融，更加重视建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协同创新的伙伴关系，更加重视打通机构领域之间资源共享、成果转化的通道。三螺旋创新关系中的大学，需要突破对传统象牙塔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经历一个对原有制度逻辑的“去制度化”或“制度解构”过程，才能够以新制度逻辑推动大学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我国基础研发能力强、声望高的一流大学，“享有标新立异的一份从容，他们的地位允许其对尚未被普遍接受的创新进行实验或尝试”，[15]以便为后期跟进的大学提供合法性路径。这些大学应该在学术场域提升知识生产能力的同时，率先以开放创新的新范式，经历一个再制度化建构过程，真正与其他创新主体建立起协同创新的耦合关系，更加自觉地开启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革，走向更加自力更生、更加自治自强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Shannon C E.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 ACM SIGMOBILE Mobil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Review, 2001, 5(1): 3-55
[2] Abramson, N.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M].  McGraw-Hill, New York, 1963
[3] Leydesdorff, L., Wilfred,D.& Gerben, P. Measuring the Knowledge Base of an Economy in terms of Triple-Helix Relations among ‘TechnologyOrganization, and Territory’[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2): 181-199
[4] 李培凤.我国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效果分析及政策建议[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 35(12): 1-9
[bookmark: _GoBack][5] (美)布兰斯科姆等编,尹宏毅、苏竣译.知识产业化:美日两国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纽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02
[6] 黄剑坚,王保前.我国系统耦合理论和耦合系统在生态系统中的研究进展[J].防护林科技, 2012(5): 57-61
[7][8] 任继周.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通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348-353
[9] 李培凤,马瑞敏.三螺旋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国际比较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 27(4):85-92
[10] 刘向兵.校企融合:一场革命性的转基因工程[N].人民政协报, 2015-9-9(10)
[11] D’este P, Perkmann M. Why do academics engage with industry?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and individual motivations[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1, 36(3): 316-339
[12] Siegel D S, Waldman D A, Atwater L E, et al. 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3, 14(1): 111-133.
[13][14] (美)切萨鲁夫等主编,陈劲等译.开放创新的新范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06-125.
[15]陈淑英,张维迎.〈美国管理学学会学报〉最佳论文集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8-104.

作者简介：李培凤（1978-），女，山西清徐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战略管理。

                 
 


作者简介: 
  李培凤(1978-)，女，汉族，山西清徐人，山西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  山西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邮政编码：030006               E-mail: lpfeng@sxu.edu.cn    
联系电话:13834043482
 (
1
)
image1.png
e

-10

-12
b dbE SR WL R (A 07 | m@ b R KHE ) W0 i widh ) BoR | RRE | MR EK ILE  BRE | EAK ) HOR | W
A~ B~ S - N - S~ A S~ B - A S A~ S S - N

mTUIG| -10.6 | -5.28 | -4.89 | -3.52 | -3.21 |-3.12 | -3.00 |-2.93 | -2.69 |-2.62 |-2.58 |-2.55 |-2.45|-2.43 | -2.22 | -1.57 | -1.40  -1.10 |-1.04 |-1.01 |-0.92 | -0.27 | -0.09





